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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将环境知识分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的基础上，利用秦巴山区498户茶农的调查数据，运用Bootstrap方法探讨社会规范情境下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规范在系统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以及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社会规范在行动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由此提出政府应全面提高农户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技能，并塑造亲环境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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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ividing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to system knowledge, action-related knowledge and effectiveness knowledge, using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498 tea growers in the Qinba mountainous are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capabilities on household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norm by the Bootstrap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norm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on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knowledge directly affecting households’ pollution reduction behaviors, and the process of action-related knowledge directly affects households’ pollution reduction behaviors an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behaviors; environmental capabilities play a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related knowledge affecting households’ reduction pollution behavior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norms in the process of action-related knowledge affecting households’ pollution reduction behaviors and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behaviors through environmental capabilities is positive.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skills of households, and shape pro-environmental soci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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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绿色农业是多种亲环境技术的集成。目前我国的亲环境技术已经比较先进[1]，但农户难以突破传统种植方式的习惯，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程度依然不高[2]；尽管政府通过激励政策或管制政策在短期内促使农户实施了亲环境行为，但效果缺乏可持续性[3]。因此，建立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长效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文献关于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从政策支持、土地特征和农户效益认知等方面分析其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促进了农户对生物防治技术的采用[3],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有促进作用[4]，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5]。“知识决定行为”[6]，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如研究发现了解过量施肥对环境危害的农户更倾向于施用有机肥[7]【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过量施肥危害认知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促进作用[8]，对生物农药防虫原理的了解有助于农户施用生物农药[9]；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不显著，如有研究发现农户对氮磷钾不同配方的了解对其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影响不显著[10]，农户关于农药对环境影响的认知对其采纳IPM技术影响不显著[11]，农业污染知识对农户环境友好技术的采用影响不显著等[12]。农户无法实现知行合一，往往是受到了环境能力的制约，即缺乏相应的环境能力[13]。
以有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需完善之处：第一，关于环境知识的测度较为单一，而环境知识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在引导农户亲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14]。第二，没有将环境能力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进行研究，忽视了环境能力在农户亲环境行为中的作用。第三，没有将社会规范纳入到环境知识与环境能力的分析框架中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而社会规范作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情景因素，与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共同对农户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秦巴山区茶农的调研数据，在将环境知识分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的基础上，探讨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环境知识通过改变环境能力对亲环境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以期为提高秦巴山区茶农的亲环境行为及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2.1  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环境知识具有多样性。Frick等[14]把环境知识分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3类。其中，系统知识是指生态系统如何运行或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行动知识是指导个体实施具体行动或行为选择的知识，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效用知识是与行为结果相关的知识，是关于“哪种方法更有效”的知识。首先，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往往持生态价值观，更能意识到环境污染行为的不利后果，且能将不利后果的避免归因到亲环境行为上，而对不利后果的认知和归因会激活个人规范，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15]。其次，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通过提高农户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降低了农户对亲环境行为的接受度。通常来说，农户亲环境行为主要体现在对亲环境技术的采用上，农户是否采用亲环境技术，是由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决定的。农户对亲环境技术感知易用性的判断依赖于其掌握的行动知识，行动知识越丰富的农户，其自我效能感越强，越能感知到技术的易用性。农户对技术感知有用性的判断主要依靠效用知识，根据保护动机理论，效用知识多的农户，其应对评估中的反应效能更高，采取亲环境的可能性更高[1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1：环境知识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
2.2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社会规范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有的行为准则[17]，属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外部情景因素。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通过以下3种途径影响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结关系：第一，信息流动机制。社会网络为农户采用农业技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当农户将要采用亲环境型技术时，通常会与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亲朋好友交流该技术的优缺点，当农户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已形成亲环境的社会规范时，不仅可以缩短农户获取环境知识的搜寻过程，而且可以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有利于其实施亲环境行为。第二，参照点作用。与群体保持一致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规范之一，农户决策时会将所属群体的规范视为参照点[18]，当农户所在村庄的其他大部分农户都实施了亲环境行为时，其也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因为参考大多数人都遵循的行为规范行动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更为安全合理；当农户感到参照群体未实施亲环境行为时，即使农户所掌握的环境知识告诉他应该实施亲环境行为，但为了避免与他人行为不一致而受到“惩罚”，就可能发生知识与行为的背离。第三，互动学习机制。亲环境技术的学习具有长期性和过程性特征，且效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在亲环境氛围下，农户间的技术交流不仅有助于农户在技术采用过程中获得及时、有效的指导，还有助于积累相应的环境知识，因此社会成员间的互动学习可以促进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19]。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与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2.3  环境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环境知识在直接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同时，还通过改变农户提高环境能力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行动力间接影响其亲环境行为。首先，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更能意识到传统种植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安全所带来的危害，使其产生“想做好”的动机，激发其提高环境能力的积极性，效用知识则可以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提供动力，引发其提高环境能力的主动性。其次，行动知识可以帮助农户获取精准的技术采用信息、风险应对信息和资源利用信息，切实增强农户提高环境能力的行动力，从而使其具备“能做好”的能力。
个人能力作为一种内源性特质，对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有直接影响[20]。技术不会用和收益不确定是制约农户采用亲环境的关键因素，环境能力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后顾之忧，促使其实施亲环境行为。首先，高环境能力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技术运用不当风险。环境能力强的农户，对亲环境技术的操作规程更为规范，并能及时处理技术采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且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和借鉴成功的经验，从而降低了技术运用不当的风险。其次，高环境能力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收益不确定风险。环境能力强的农户，不仅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价格信息[21]，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价格的信息不对称性，使采用亲环境技术所生产的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而且在遇到自然灾害时会尽可能采取多样化措施以减少作物产量损失[22]，从而降低收益不确定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3：环境知识通过改变农户环境能力，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2.4  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与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根据动机-机会-能力模型，个体行为的发生是动机、机会和能力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能力是行为所必须的技能，机会是外部情景因素[23]。当情景因素极为不利或有利时，可能会阻碍或者促进行为的发生，能力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几乎为零；当情景因素为中性时，能力与行为的关系最强。这说明，能力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情景因素的调节。社会规范作为无需法律的社会秩序[24]，对某一行为越支持，个体感到自己可以掌握的资源越多，预期的阻碍越少，行为能力越强，执行某一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方面，观察学习是农户最主要的社会学习方式[25]，亲环境的社会规范可以为欲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农户提供观察学习的机会，帮助其积累实践经验和替代性经验；另一方面，社会规范水平高的区域易形成亲环境物质投入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和亲环境技术的溢出效应，这有助于降低农户的行为成本和技术障碍，增强自我效能感。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H4：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实施过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环境知识、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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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理论框架
3  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笔者所在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成员于2018年7月至8月在秦巴山区对茶叶种植户一对一入户调查所得。秦巴山区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6省市，主体位于陕西省，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生态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三峡库区生态建设等重大任务，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秦巴山区曾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茶叶因是“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而成为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截止到2018年年末，秦巴山区的76个县（区）中超过65%的县（区）种植茶叶，茶园面积已达45.02万hm2，占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的15.36%[26]。

样本农户的选取采用四阶段抽样方法。首先在秦巴山区抽取种植茶叶较为有名的紫阳县、西乡县、南郑县、万源市和青川县5个县（市）；其次在所抽取的每个县（市）中选取茶叶种植面积较大的3个镇；再次，在所抽取的每个镇中选取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的2个村庄；最后，在每个村庄中随机抽取了15～18户农户进行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498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农户茶叶种植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环境能力、户主特征及影响农户茶叶种植的外部环境等。
3.2  变量选择

3.2.1 因变量
亲环境行为是指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采用的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或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27]，因此，亲环境行为应该包括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两个维度。根据我国标准GB/Z 26576－2011《茶叶生产技术规范》和NY/T 5018－2015《茶叶生产技术规程》中对茶叶种植日常管理的要求以及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农户在茶叶种植过程中的亲环境行为包括地表覆盖、施用有机肥、间种绿肥的土壤管理措施，测土平衡施肥、化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的施肥措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技术、施用无公害农药、物理除草的病虫草害防治措施，修剪枝叶还田、农药包装物回收的废弃物处理措施。采用李克特五点法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测度，即从不=1，偶尔=2，半数=3，多数=4，总是=5。表1给出了样本农户亲环境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样本农户亲环境行为描述性统计
	环节
	亲环境行为
	均值
	标准差

	土壤管理
	地表覆盖
	3.02
	1.43

	
	间种绿肥
	2.87
	1.27

	施肥
	测土配方施肥
	1.69
	1.06

	
	施用有机肥
	2.89
	1.16

	病虫草害防治
	IPM技术
	1.88
	1.12

	
	无公害农药
	2.27
	1.22

	
	物理除草
	2.53
	1.18

	废弃物处理
	修剪枝叶还田
	3.48
	1.29

	
	农药包装物回收
	1.69
	1.09


    注：因土壤管理措施中的施用有机肥和施肥措施中的化肥与有机肥配合相重合，将两者合并。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亲环境行为进行分类。运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选取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特征根大于1的两个公因子。公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为37.498%，包含物理除草、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无公害农药、IPM技术、农药包装物回收，这5种行为都会导致农药化肥污染的减少或减轻，属于减少污染行为。公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5.509%，包含地表覆盖、种植绿肥、修剪枝叶还田和施用有机肥，这4种行为通过蓄水保墒、防治水土流失、培肥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来改善茶叶生长的生态环境，属于改善环境行为。
3.2.2  核心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是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系统知识的测量题项来自于洪大用等[28]的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中与生态系统较为密切的题项；行动知识的测量题项是依据GB/Z 26576－2011《茶叶生产技术规范》和NY/T 5018－2015《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的要求设置；效用知识的测量题项是根据茶园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效用设置。每个问题均设置3个选项：a.正确；b.错误； c.不确定/不知道。若农户回答正确，则赋值为1；若农户回答错误或选择“不确定/不知道”，则赋值为0。样本农户环境知识的具体测度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农户环境知识描述性统计
	类型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系统知识
	K11：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0.62
	0.49

	
	K12：单一品种的植物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0.30
	0.46

	
	K13：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
	0.36
	0.48

	
	K14：大气中CO2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
	0.31
	0.46

	行动知识
	K21：病虫害要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IPM方法
	0.71
	0.46

	
	K22：施肥要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0.72
	0.45

	
	K23：幼龄或台刈改造茶园宜间作豆科绿肥
	0.53
	0.50

	
	K24：修剪的枝叶（病虫枝条除外）应留在茶园
	0.50
	0.50

	
	K25：农药包装物应放到回收点，不能随意扔在地里
	0.44
	0.49

	
	K26：定期检测茶园土壤肥力和元素含量状况
	0.54
	0.50

	
	K27：茶园除草宜选择机械或人工除草
	0.48
	0.50

	效用知识
	K31：IPM技术比单纯施用农药对茶叶的品质更有保证
	0.35
	0.48

	
	K32：按照测土结果施肥有助于提高茶叶的产量和品质
	0.42
	0.49

	
	K33：随意丢弃农药瓶会造成土壤、水体的污染
	0.59
	0.49

	
	K34：间作豆科绿肥可培肥土壤和防治水土流失
	0.40
	0.49

	
	K35：物理除草比除草剂更有利于保护茶园的生态系统
	0.48
	0.50

	
	K36：有机肥可改良土壤结构
	0.64
	0.48

	
	K37：地表覆盖可提高茶园的保土保肥蓄水能力
	0.42
	0.49


3.2.3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为环境能力。环境能力是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素质，属于主观条件，从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应对风险能力、资金投资能力和劳动投入能力6个方面对农户的环境能力进行度量。具体测量题项如下：（1）“我很容易就能获得亲环境型茶叶种植的信息和技术”；（2）“我具有辨别农资和技术是否亲环境的能力”；（3）“我很容易就学会一种新型的茶叶种植技术”；（4）“我具有解决采用亲环境技术种植茶叶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5）“我有采用亲环境方式种植茶叶的资金保障”；（6）“我有采用亲环境方式种植茶叶的时间保障”。以上各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进行测度，即完全不同意=1，有点不同意=2，不确定/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调节变量是社会规范。通过咨询农户“您感觉您所在村中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情况如何？”这一问题来测度，选项为：a.几乎没有；b.较少； c.一般； d.较多；e.很多。
3.2.4  其他控制变量

选取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规模、种植年限、政府补贴、市场收益和地理区位作为控制变量。

表3给出了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中介变量
	环境能力
	农户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应对风险能力、资金投资能力和劳动投入能力的平均值
	2.93
	1.04

	调节变量
	社会规范
	您感觉您所在村中茶叶种植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情况如何？几乎没有=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2.44
	0.55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的实际年龄/岁
	56.82
	9.80

	
	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年
	5.95
	3.48

	
	种植年限
	户主种植茶叶的实际年限/年
	21.08
	12.67

	
	种植规模
	户主种植茶叶的面积（667 m2）
	8.10
	26.86

	
	市场收益
	您注重茶叶种植的绿色安全性能否卖个好价钱？能=1，不能=0
	0.29
	0.45

	
	政府补贴
	在茶叶种植中，政府是否有减少污染补贴？是=1，否=0
	0.36
	0.48

	
	
	在茶叶种植中，政府是否有改善生态环境补贴？是=1，否=0
	0.17
	0.38

	
	地理区位
	陕西省=1，位于四川省=0
	0.58
	0.49


3.3  研究方法

3.3.1  环境知识的测度方法

环境知识包含多个测量题项，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户的环境知识进行综合测度。首先，进行因子分析法适用性检验。结果显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的KMO值分别为0.758、0.742和0.728，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分别为417.154（sig.=0.000）、1047.036（sig.=0.000）和1048.549（sig.=0.000），表明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皆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选取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结果显示，系统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6.567%，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为1个。行动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213%，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为2个，其中公因子1的方差贡献为率41.219 %，包含K21、K22、K26和K27 的4个测量题项，因该类测量题项与农户减量施肥施药有关，故将其命名为“减量施肥施药知识”；公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2.994%，包含K23、K24和K25的3个测量题项，该类测量题项与土地资源利用、废弃物回收利用与有关，故将其命名为“资源利用与回收知识”。效用知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986 %，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有2个，其中，公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为41.328%，包含K31和K32两个测量题项，这两个测量题项与提高茶园的经济效益有关，故将其命名为“经济效用知识”；公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2.658%，包含K33、K34、K35、K36和K37的5个测量题项，该类测量题项与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有关，故将其命名为“生态效用知识”。
最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农户的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得分。具体公式如下：
系统知识=（系统知识×56.567% ）/56.567% （1）
行动知识=（减量施肥施药知识×41.219%+资源利用与回收知识×22.994%）/64.213%（2）
效用知识=（经济效用知识×41.328%+生态效用知识 ×22.658%）/63.986% （3）
3.3.2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

检验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的方法主要有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法两种。与逐步回归法相比，Bootstrap法具有以下两点优势：一是在同一个模型分析调节变量在不同水平下的中介作用，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数据遗漏；二是通过直接检验中介变量的系数是否显著来检验中介效应，而不以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影响是否显著作为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可以有效避免“遮蔽效应”对检验结果的影响[29]。因此采用Bootstrap法对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具体的概念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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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6）式中：X为农户的环境知识，包括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Y为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包括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M为农户的环境能力；V为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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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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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环境知识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检验

采用Preacher等[29]提出的基于Bootstrap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对图1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对检验结果是根据95%的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置信区间共有3种情况：一是置信区间下限取值为负、上限取值为正，影响不显著；二是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取值均为正，影响显著且为正向；三是置信区间下限和上限取值均为负，影响显著且为负向。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系统知识、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不论是系统知识还是行动知识与效用知识，农户的环境知识越丰富，农户实施减少污染环境行为的程度越高。因此，H1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上得到证实。其中，行动知识和效用知识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系统知识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农户意识到了过量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知道应该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但不清楚间种绿肥和地表覆盖对于改良土壤的作用。因此，H2在农户改善环境行为上得到部分证实。
表4  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直接作用检验
	亲环境行为
	环境知识
	系数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减少污染行为
	系统知识
	0.474 2
	0.186 0
	0.108 7
	0.839 8

	
	行动知识
	0.660 4
	0.215 2
	0.236 7
	1.083 2

	
	效用知识
	0.452 5
	0.216 8
	0.026 4
	0.878 5

	改善环境行为
	系统知识
	0.150 8
	0.190 9
	−0.224 3
	0.526 0

	
	行动知识
	0.563 7
	0.220 9
	0.129 6
	0.997 8

	
	效用知识
	0.627 4
	0.216 1
	0.202 8
	1.051 9


注：1）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2）重复次数为5 000次。下同。

4.2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提供调节效应直接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调节变量按照（均值−标准差）、均值和（均值+标准差）分为低、中和高3组，提供不同组别下核心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社会规范在系统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也就是说，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系统知识丰富的农，实施减少污染行为的程度较高。减少污染行为具有利他主义特点，农户直接从这一行为中获利较少，但农业污染引起的生态环境改善需要农户集体行动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在行为存在成本压力时，农户只有在相信其他人已经做了各自应当公平分摊的那一份时，自己才会行动[30]，因此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农户接收到了其他人行动的信号，责任感会促使其也采取相应的行动。系统知识对农户环境改善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故不需要检验调节效应。
（2）社会规范在行动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行动知识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都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都较高。原因是，农户普遍具有按照大多数人行为行事的从众心”，环境友好的社会规范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奠定了心理基础；另外，农户处于社会规范水平较高的环境时，社会规范的信息流行机制和互助学习机制使得农户的行动知识水平得以提升，自动清除了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技术障碍。
（3）社会规范在效用知识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效用知识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调节效应均不显著。也就是说，不管农户周围其他村民实施环境友好水平的高与低，效用知识都会有助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原因是，效用知识包括经济效用知识和生态效用知识，经济效用知识对农户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比较直接，生态效用知识是帮助农户改善茶叶的生长环境来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经济效益的显现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最终也会提高经济效益，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因而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程度越高。  

综上所述，H2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表5  社会规范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
	亲环境行为
	环境知识
	调节效应/

社会规范水平
	系数
	标准差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减少污染行为
	系统知识
	调节效应
	0.207 1
	0.073 5
	0.062 6
	0.351 6

	
	
	−标准差
	0.089 4
	0.063 1
	−0.034 6
	0.213 4

	
	
	均值
	−0.032 1
	0.045 5
	−0.121 5
	0.057 4

	
	
	＋标准差
	0.153 5
	0.062 3
	0.031 1
	0.275 9

	
	行动知识
	调节效应
	0.239 2
	0.085 9
	0.070 4
	0.407 9

	
	
	−标准差
	−0.064 6
	0.079 9
	−0.221 5
	0.092 4

	
	
	均值
	0.075 7
	0.059 4
	−0.041 0
	0.192 4

	
	
	＋标准差
	0.215 9
	0.075 8
	0.067 0
	0.364 9

	
	效用知识
	调节效应
	-0.102 8
	0.084 6
	−0.269 0
	0.063 4

	
	
	-标准差
	0.261 4
	0.080 3
	0.103 6
	0.419 1

	
	
	均值
	0.201 1
	0. 062 4
	0.078 4
	0.323 7

	
	
	＋标准差
	0.150 8
	0.069 2
	0.015 2
	0.286 4

	改善环境行为
	行动知识
	调节效应
	0.239 9
	0.088 5
	0.066 0
	0.413 7

	
	
	−标准差
	0.117 9
	0.077 5
	-0.034 4
	0.270 2

	
	
	均值
	−0.022 7
	0.064 4
	−0.140 4
	0.095 1

	
	
	＋标准差
	0.163 4
	0.082 6
	0.001 0
	0.325 8

	
	效用知识
	调节效应
	−0.060 5
	0.074 6
	−0.207 1
	0.086 1

	
	
	−标准差
	0.329 1
	0.087 0
	0.170 5
	0.487 6

	
	
	均值
	0.235 0
	0.064 0
	0.109 2
	0.360 7

	
	
	＋标准差
	0.230 8
	0.081 3
	0.161 1
	0.300 5


4.3  环境能力在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

由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6）可知，在系统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的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系统知识过于笼统，无法有效指导农户去提高哪一方面的环境能力。
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行动知识水平会促使农户提高实施行为须具备的环境能力，伴随着环境能力的提高，行为实施的障碍随之减小，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得以实施；反之，农户行动知识缺乏，环境能力差，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无法实施。结果表明，“如何做”的知识会驱动农户提高“能做成”的能力，进而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
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过程中，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因农户所处的社会规范的环境而有所差异。环境能力的中介作用在社会规范水平低值组显著，而在中值组和高值组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环境能力有助于农户实现茶叶的优质优价，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物以稀为贵”，环境能力的优质结果在产品优价上能到回馈；相反，在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环境能力的优势可能无法在价格上得到回馈。
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过程中介作用不显著。原因是，农户具有兼业性，兼业程度低的农户在经济上对茶叶种植的依赖度高，兼业程度高的农户对茶叶种植期望收益低，而环境改善行为属于生态性投入行为，具有劳动投入多、风险低、见效慢的特征[31]，兼业程度高的农户即使效用知识水平高，出于务工经济利益的比较优势也不愿意投入精力实施环境改善行为，因此，农户的分化特征导致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综上所述，H3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表6  中介作用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亲环境行为
	自变量
	社会规范水平
	条件中介作用
	95%置信区间
	中介作用
	调节效应

	
	
	
	系数
	标准差
	下限
	上限
	
	

	减少污染行为
	系统知识
	−标准差
	−0.000 7
	0.005 3
	-0.015 7
	0.008 0
	不显著
	

	
	
	均值
	0.000 2
	0.002 4
	-0.003 9
	0.006 5
	
	

	
	
	＋标准差
	0.001 0
	0.007 5
	-0.012 1
	0.019 7
	
	

	
	行动知识
	－标准差
	0.001 5
	0.000 4
	0.000 3
	0.002 1
	显著
	显著

	
	
	均值
	0.001 9
	0.000 7
	0.000 4
	0.003 4
	
	

	
	
	＋标准差
	0.003 5
	0.000 9
	0.002 2
	0.006 3
	
	

	
	
	系数差异率
	2.030 7**
	
	
	
	
	

	
	效用知识
	－标准差
	-0.033 2
	0.019 5
	-0.096 4
	-0.006 0
	显著
	显著

	
	
	均值
	-0.003 1
	0.010 9
	-0.025 7
	0.017 9
	不显著
	

	
	
	＋标准差
	0.026 9
	0.023 1
	-0.006 6
	0.082 1
	不显著
	

	改善环境行为
	系统知识
	－标准差
	-0.000 7
	0.005 5
	-0.014 4
	0.009 4
	不显著
	－

	
	
	均值
	Thank you【？】
	0.002 5
	-0.007 1
	0.003 8
	
	

	
	
	＋标准差
	0.000 4
	0.004 2
	-0.005 8
	0.013 2
	
	

	
	行动知识
	－标准差
	0.002 5
	0.000 6
	0.000 6
	0.003 1
	显著
	显著

	
	
	均值
	0.003 2
	0.000 8
	0.000 7
	0.004 4
	
	

	
	
	+标准差
	0.005 8
	0.001 7
	0.003 6
	0.011 4
	
	

	
	
	系数差异率
	1.830 5*
	
	
	
	
	

	
	效用知识
	－标准差
	-0.024 4
	0.017 6
	-0.068 0
	0.003 3
	不显著
	

	
	
	均值
	-0.011 5
	0.012 1
	-0.039 4
	0.009 1
	
	

	
	
	+标准差
	0.001 4
	0.016 2
	-0.030 3
	0.035 4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4  社会规范在环境能力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中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6可知，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中介系数随着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加，且系数差异率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农户的环境能力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当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农户对减少污染的相关技术和物质需求（比如无公害农药、测土配方施肥、物理防治病虫害的物质）已形成规模效应，供给主体提供的服务更加专业化，这不仅降低了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技术障碍、资金成本和搜寻成本，而且增加了行为的便利性，农户的环境能力得以提升，亲环境行为得以实施。
环境能力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社会规范的在低值组显著【表意欠通达】，在中值组和高值组不显著，说明社会规范对环境能力的调节效应显著。在调研中发现，农户所处村庄的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往往是当地政府致力于打造当地茶叶的绿色品质，不仅采取多种方式向农户宣传效用知识，促使农户从主观上产生想要提高环境能力的动机，而且客观上从补贴政策、信息支持等帮助农户提高环境能力，使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农户不仅无法获得替代性经验，行为心理障碍较高，而且由于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导致亲环境型的物质投入成本较高，较低的社会规范提高了农户环境能力的门槛，制约其无法实施减少污染行为。
随着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不断增加，且系数差异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规范对农户环境能力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在调研中发现，农户种植的茶叶主要是卖给当地的茶厂，辐射范围较大的茶厂通常与农户提前签订销售合同，合同中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茶叶收购标准和时间，为履行合同，农户需采用可以促使茶树新梢生长高峰提前的地表覆盖技术和施用有机肥，甚至有茶厂以优惠价格向签订合同农户提供已修剪的大枝条粉碎服务，以有利于农户进行枝叶还田。茶厂的行为带动了社会规范水平的提高，农户即使没有与收购商签订销售合同，身处社会规范水平高的氛围里耳濡目染，环境能力也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改善环境行为得以实施。
环境能力在系统知识与减少污染行为、系统知识与环境改善行为、效用知识与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故不需要检验社会规范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H4在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上都得到部分验证。
4.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7）可知，种植年限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种植茶叶年限越长的农户，其实施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更高。种植规模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茶叶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采取减少污染行为的措施更多。政府补贴和市场收益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补贴政策和市场激励都是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重要推动力。

表7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变量
	减少污染行为
	改善环境行为

	
	系统知识
	行动知识
	效用知识
	系统知识
	行动知识
	效用知识

	年龄
	0.004 8
	0.004 9
	0.004 2
	0.005 2
	0.005 0
	0.003 8

	受教育程度
	−0.016 6
	-0.017 8
	−0.022 9
	0.018 3
	0.173 0
	0.009 0

	种植年限
	-0.002 3
	-0.002 1
	-0.003 3
	0.004 2***
	0.004 5***
	0.003 2**

	种植规模
	0.004 4***
	0.003 9**
	0.003 6**
	0.000 4
	0.000 2
	-0.000 4

	政府补贴
	0.105 7**
	0.136 9*
	0.100 6*
	0.178 6*
	0.209 5**
	0.154 6*

	市场收益
	0.225 1**
	0.235 3**
	0.198 9**
	0.242 5**
	0.295 0***
	0.264 2***

	地理区位
	0.044 1
	0.050 0
	0.021 5
	-0.038 5
	-0.004 1
	-0.000 3

	常数项
	−2.486 9***
	-2.291 1***
	-2.263 6***
	-2.043 0***
	-1.743 5***
	-1.505 6**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秦巴山区茶农的调查数据，利用Bootstrap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在考虑环境能力中介作用和社会规范调节效应的基础上，对异质性环境知识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的路径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行动知识、效用知识正向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而系统知识仅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
第二，社会规范在系统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在行动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都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在效用知识直接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环境改善行为过程中调节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在环境友好水平较高的社会规范氛围下，不论是系统知识丰富的农户还是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的程度都较高，但只有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较高；无论社会规范的环境友好水平的高与低，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均较高。
第三，环境能力在行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效用知识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过程中仅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中介作用显著。即行动知识会驱动农户提高环境能力来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而效用知识仅在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驱动农户提高环境能力以实施污染减少行为。
第四，社会规范在行动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但在效用知识通过环境能力影响农户减少污染行为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即社会规范水平较高时，行动知识丰富的农户通常环境能力较高，实施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程度较高；社会规范水平较低时，效用知识丰富的农户更有动力提高自己的环境能力以实施污染减少行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促使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系统提高农户的环境知识水平。在对农户进行环境教育时，不仅需要告诉农户传统种植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系统知识，更需要告诉农户怎么做的行动知识和哪种方式更有效的效用知识。二是全面提高农户的环境能力。不仅要搭建一个茶叶种植专家与农户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环境友好种植技术，而且需要建立一个随时为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排忧解难的组织，以确保农户在技术采用过程中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还需对环境友好技术和物质的给予补贴【表意不通达】，以降低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资金成本。三是努力塑造亲环境的社会规范。通过对茶叶种植示范户进行适当的奖励和表彰，树立起亲环境的方向标，同时可以组建若干茶叶种植技术学习小组，让示范户担任小组领导，推动小组内与小组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与竞争，逐步塑造绿色生产、生态文明的亲环境型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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